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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知远：中国经济史通识的获取――程念祺

《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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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虽是一本论文结集，写作于不同的时间，但前后

脉络一贯，作者关怀的重心始终放在“大国效应”、“财政市场”与经济历史变迁的关系

上，对土地制度、财政赋税、小农经济三大问题作了联动式的梳理，恰如书名展示的那

样，特色显著，有自己的独立思路。这一论题也是我个人科研的兴趣所在，与作者往来切

磋甚多，算是知音者中的一个。如今搏非兄既有意乐成之，自当略仿“我辈从来文字饮”

的古谊。 

念祺决非高产学者，自嘲曰：“所著甚少”（《自序》）。若著作等身者与之较劲，

与倚马立章者搏出手，念祺的少与慢就成了软肋。继云“人又散漫”，则自谦过当了。人

之兴趣各别，思维的习性往往相差甚大。有勤于耕耘者，连作细耕不辍，收获不断。也有

用心观察，静时多而动时少。然凡有中意的猎物出现，猛然一跃，必有大的斩获。念祺似

属后一类，不了解的以为偷懒，知己者则赞其沉潜多思，猎狗有道。 

这几年学位论文比GDP增长还快，看的论文不少，但读念祺的文章常常使我产生异样

的感觉。他对史料稔熟，大学一年级就已经把《资治通鉴》遍读一过。此后自立家室，对

先秦、秦汉诸书更是异常酷好，时时咀嚼，已内化为己身的学养，浸润出一种境界。这

些，都可以从文章里感受得到。另一特点是行文承乃父“优美白话”风格，俗而兼雅，考

据从大处着眼，征引则要言不烦，但求文意连贯，陈述流畅，故史料多经消化融解，绝不

显山露水，唯恐人不知。只顾驰骋思辨，玩咏自得，以为别人也烂熟于掌故，省略去许多

常识性的交代，有点像鲁迅说的，可以写成短篇小说，决不掺水拖沓成中篇甚至长篇小

说。有相当中国通史基础的，我想读本书必能深味其疏通知远、以索贯钱的不易。 

念祺始入大学历史系，已是1979年夏秋之交，属“老三届”有幸进入高校的第三批。

其时，我才过不惑之年，谬忝授业老师，一样蹉跎了十余载青春岁月，年龄相差不大，同

命相怜，感情不一般。记得连续聆听赵俪生讲授“土地制度史”，皆为才子型的翩翩风度

醉倒，方始知道天下还有这样能用潇洒动情的方式表述深刻思考！念祺升三年级，我蒙系

上特允，挑选一些人“脱课”作江南乡镇历史考察，一行八人，竟走了一个半月，巷尾村

头，访贫探富，什么都感到好奇，收获是书本上读不到的。回想起来，启蒙我们经济史研

究思路的，有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起步不久，有幸多次接触这位史界前

贤。他对待年轻一辈真诚，不像有的专家，稍有一点本事，就居高临下。听过他讲王亚

南、郭大力讲课不同风格的故事，深羡其受惠于老师《资本论》的研究，对历史与逻辑方

法的结合，深悉个中三昧。其书人称“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十分耐读。赵、胡两

先生的学术影响，或显或隐地在念祺的文章里常可以见到。80年代，读书气氛极浓，思想



比较单纯，交往也不掺功利心。看到什么好书，相互推荐，找来就读，无论中西与古今。

即使读守实老的土地制度史，有佶屈聱牙的味道，因其深刻玄妙，也不敢丝毫怠慢。我和

念祺就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愉悦地走进史学园地。 

如果从胡如雷书体验到了逻辑分析的力量，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

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长文，则为我和念祺打开了获取经济史通识的路径。翻阅旧刊，偶

然见到《川大学报》上的蒙文，读后大喜过望。我的《农业经济结构试析》处女作，就是

在先生此文启发下写成。文通先生尝自言其治学方向的转变道：“后寓北平（1933－193

6），始一一发南宋诸家书读之，寻其旨趣，迹其途辙，余之研史，至是始知归宿，亦以

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

搜计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

殊，以史料与史学诚不可混于一途也。”现在蒙著《中国史学史》讲义终算面世了，新读

所附《宋史叙言》，更觉文通先生以向心力与离心力通释先秦迄明清的社会政治与思想学

术的关系，数千年间学术风气种种跌宕起伏的因缘尽数托出，赏心悦目。体验到前贤不仅

要求识字（小学、经学），更追求经史事理相通，达至“疏通知远”，知所取舍。要求眼

光须极远，不局促一朝一代，不满足“考订獭祭”，从数百年乃至千年以上的历史观察

中，由大量似续似断、似是而非的史料丛林里，“迹其途辙”，察变观风，使史识不为落

空，并能看出历史内在的关节，一以贯之的脉络来。那是何等地不易啊！念祺作文，大抵

本此旨趣，故致数月或积年而不得动笔。我常起恻隐之心，劝其何苦呢，这不是在跟自己

过不去？然而，心里明白，唯有跟自己过不去的，对前贤的心向往之，不致徒成酒足饭饱

后的谈资，学问亦可能会有真长进。 

蒙文通、柳诒徵、陈寅恪都盛赞一位少为人知的经史名家，他就是蜀中奇人刘鉴泉。

鉴泉先生强调疏通知远就是察变观风。他说：读史有出入二法：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

风气之变迁，出也。不尽力搜罗全面的史料，沉浸其中，就不可能把握过程全部，原始要

终。不瞻前顾后，用心比勘，也可能被史料压垮，捉不住变迁关节，仅为两脚书柜。进得

去，出得来，疏通知远的境界也就可能达到。我们常有挤牙膏式的疏通，用一段，挤一

段，囿于局部所见，顾此而失彼，就是因为缺少了鉴泉先生说的那种工夫。 

说到疏通知远，整理历史脉络之何以可能，就联想到中国的经络系统。此种系统，用

西方人体解剖学无法对应于某物、某系统，成了一项至今还未曾被人破解的“人体科学之

秘”。然中医使用于诊疗疾痛方面，痛则不通，不痛则通，对症下针，屡试而不爽，效果

非常之灵验。疏通中国历史的脉络，一似发现无形的社会机体运行经络，亦须有同类的体

验――无有读书时感受到的历史动态运行的“痛”与不通，获取脉络方面的灵感难以产

生。因此，以寻觅历史脉络为目标，必须经历痛－不痛－通、又痛－又不痛－又通，这样

反反复复的史料磨勘贯通，不断注重从动态中触摸、体验历史的演变，积久才可能有总体

性的领悟。这决不是一条功利捷径，却是治史者理应备尝的炉火煎烤。赖此作底，或专或

深，即使是偏隅一方的专门家，也不会滑行到前贤所痛疾的细琐杂碎、雕虫篆刻一路去。

我非常钦佩苏秉琦先生。他虽是考古名家，专注新石器时代的地下发掘，却具有超常的史

学通识，卓然开拓出“大考古”的新径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称“五朵金花”的争论，与本书诸多话题均有直接间接的关联。

土地究属公有、国有、私有，是时各说不一，争讼难解，就像众多古碗粉碎于地，堆在瓦

砾之中，随便拾取其中的几块碎片，都不难说出一通评论来。[1] 我一生甘为教师匠，

因讲课的需要不致对争论漠不关心，也偶有评论，却易犯朝三暮四之病。念祺则非，他的

固执也在这里。旧潮已退，新浪涌动，时人以专偏争奇，对此项公案已经兴味索然，他却

把这种争议看作思维之痛，偏要钻进故纸堆里，追根溯源地弄个明白。此即颉刚先生所谓

之打破沙锅问到底。这一痛，就通了十余年，现在终算有了反复出入的完全体验，可以向

读者交代出一个“察变观风”的头绪来了。 



文集第一篇，实为全书“导论”，是帮助读者进入他所描述的变迁轨迹的引子。人为

群体动物，村社集体所有制，可能是农业民族最古老的一种土地占有形式。孟德斯鸠、卢

梭的始于个人开垦占有说，乃是私有产权逻辑化所作的理论假设，几乎不可能成为历史初

端。根据姜寨村落遗址的分析，我认为至少五六千年前我们已经有公田共耕与份地分耕

（分配到户）的“二元经济”格局。以后历史变化的奥秘，正如本书所疏通的，就看公

田、份地的性质如何一步步异化，以及“份地”如何日益细碎化，日益的动荡不稳定（秦

以后，仍把小农自耕之地看作是国家给予的份地；所谓“占田”、“口分田”之类的名

称，由此而来）。 

变化的动因是什么？念祺对《尚书•尧典》“食哉惟时”一段高度敏感，是谓用心读

书，文字的意义会跳跃而出。由此而得启迪：从农业稳定开发与定居的需要出发，一条由

部落林立、中原自保、相互联盟，过渡至国家组织形式多元分层控制、分散制衡，最后演

进为专制集权的变迁轨迹，被一步一步描述出来。[2] 其中各种争夺土地资源的内外战

争是关键中的关键。它如同自然灾变一样，是推动进入文明时代、引起组织变迁的强大推

动力，由此而早熟地催生出政治统治形式的大型化以及后来的精密化。以战争为动因，我

们现在看到了念祺所揭示的一条规则，那就是：军事人力与军事费用的增长，导致经济体

制的变化，政治组织体制随之发生变化；而政治体制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经济体制的变

化。中国成功地创造出了特定的农业大国，大国一统的规模，军事－政治体制的集权与大

型化，都为世界所罕见（世界上也有过一些大帝国，缺乏此类不二法门，多为松散凑合，

兴也勃，亡也速）。然而由此付出的制度成本费用，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望尘莫及的。

[3] 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体验的识史眼法。舍此而评估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是小视死

去活来的顽强生命力，就是为其发展的外在视觉形象所蒙蔽，莫名自得。现今显露的缺

陷，就是认不清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是相对的，却将近代历史沉沦尽归咎于外人。历史演

进内在的弱势与隐患既被掩饰遮蔽，在中外有些人的笔下，“中国中心”就走调为中国从

来就是好、什么都好，可以孤立自在地继续走下去，有可能会异变为一种意识形态。 

念祺的这种研究的思路，不同于纯经济史，采取的是社会经济史的进路――将政治体

制与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考察，而后又加入赋税财政体制，三者互动，变迁的图景是立体

的。众所周知，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然而很长一段时期，总找

不到沟通两者关系的“中介”，成了勉强粘贴的两张皮，而不是像第二热力律所说的，两

极高低不同的热能由传导运动产生熵值那样，有一个能量耗散的过程。念祺冥想苦思的结

果，终于发现财政制度有联动两者的“耗散效应”。执其两极而细究其中因缘，许多疑惑

可以迎刃而解。例如财政由税人为主转向税地为主，误以为可以促进土地私有，实则在财

政市场膨胀的作用下，小农乃至地主的负担有重无轻，产权更趋不稳定。地主逼不得已改

行租佃，自主经营的地主遂日形减少，变为消极的食租者。小农经营规模日趋细小，资本

投入仍极低。如此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关节。说实话，这一觉悟在我则要晚到些，由弗

兰克、彭慕兰引起的思维之痛，才变得强烈起来：中国的国家力量是如此地强大，渗透一

切，牵制一切，它对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怎么想像也不会过分。舍财政而论经济，只看经

济积少成多的总量，迷惑于城镇表面的繁荣，将经济财政分配格局置之度外，就像走进雾

区，一片迷茫。所以我在这里要向读者特别推荐这一有特色的方法论，拨开笼罩在中国经

济现象表面种种迷雾，识破内在机制的一种特别的破码技术（与王国斌的对话，对此又有

深入，请参《史林》发表的座谈实录）。 

对中国历史知道的越多，苦恼也越深；苦恼越深，收获亦多。最近周武整理出的柯文

访谈录，很值得一读。它非常生动地表述出一位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认识不断演进的心路

历程。柯文的独特，就是为学不苟且，不满足既有的成绩，常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

不停步地问自己，以什么样的角度与方法理解中国历史最少偏差？故每走一步，均有创

获，不在原地兜圈子。在我理解起来，柯文“中国观”视角转换的典型例证，正好说明中



国历史的侧面非常之丰富，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观察背景之下，给人的感受可以多种多

样，甚且截然相反――这里不仅仅是史家的主观意念在起作用，也是历史客观方面的多面

性必定会造成这样那样的斑驳杂陈，单色调、单视角的描绘不可能完美传达她的意韵。许

多不同的印象或诠释，并非一定是此对彼错，冰炭不相容。相反，极有可能它是一种很好

的互补合成，有助于立体地完善对中国历史整体情景的理解。可惜的，我们有些人不像柯

文那样由自我检讨而引出反思，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昨日“西方中心”还唱个不停，尔

今忽成了铁杆的“中国中心”，扶得东来西又倒，少有独立的主见。 

许多事情，都难于用一面说煞。商品经济发达，城镇经济繁荣，既是真实的，可底气

却是虚假、病态的，这是胡如雷揭发的一项秘密。现在有念祺的“财政市场”一说，使这

一论题变得更为强有力，除非皇顾左右，故意绕开，想直接否定也难。[4] 同样，私有

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史料里遍处可觅。契约、契税的存在，证明民间产权的买卖确然常

见。“千年田，八百主”，常被形容为私有产权活跃的标识。但进一步追究这种属于地

主、自耕农的土地产权何以如此地不稳定？他们是因为哪些原因失去的，是在什么样的社

会背景下发生的？新获得者又是靠什么力量获取的？为什么私有土地可以由一纸公文遽变

为国有，一夜之间民田收为官田？一系列的疑问，就可以发现中国的私有，有自己历史的

脉络与风味。从“履亩而税”的“彻”法作为始端，村社土地所有制逐渐地异变为土地国

有制，即君有或王有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一大变局。从此而后，土地经济与国家权力

紧密结合，无论是地主或是自耕农申报的土地，在国家则只是作为一个赋税的单位才具有

真实的意义，才会被认真对待。因为国有制在本质上把土地所有权从属于国家主权，满足

于把所有制关系意识形态化（即把分地到户的原始过程普适化为终极过程，认定所有土地

归根到底都是君即国家给予的），不想用心使之制度化为具体可由私人操作的铁定规则。

相反，除随意赐田、夺田的政治手段外，赋税采取舍地税人，偏离地权变动实况[5]，直

接紧抓户口人丁，不合经济对等原理，却切合国家力量的需要。因为它对国家来说较为简

捷，监督成本相对要节省些，因此变相的人口赋役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即使是摊丁入亩

之后。这种怪异荒诞的做法，只有用国有制意识形态解释，才变得可以理解。这就不难看

到国有制的各种实施策略，只是以权力需要为根本，以财政剥夺为中心，这就决定了民间

土地占有关系的非制度化，作为一种反控制（或者叫钻空子）的应对必然出现。我认为念

祺发明的“非制度化”提法，对于识破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与特色化也是一个重大关节。 

在中国古代，国有制的意识形态，是专制集权盗窃领土共同体的公共需要为合法性根

据，以“国家”的堂皇名义，“公共产业”虚幻的面貌出现的。因此历史上只有公私之

辨，却从无国有与私有之辨。历代帝王，表面上从来不会承认国家乃是自己的私产。虽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老调不歇，但在儒家的解释里，已经变成“大公者，群私之总

和”的意思[6]。因此，从“吕尚”开始，一直到康熙，治国者发现此一说可以利用，也

高唱“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或借以扼杀别人营私舞弊的企图，或为取而代之挡门面

[7]。只有司马迁故意泄密，说刘邦对其父亲炫耀：不是老责怪我不事生业，现在你可明

白了，我的产业比老哥的谁大？惟因为有这个故事，黄宗羲才紧紧咬住，说出“天子实以

天下为一己之产业”的狠话来。看来在古代，看穿国有制意识形态秘密的，司马迁可能是

第一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做出了超乎前人的历史反思。这样的人，可能还有，需要好

好发掘。例如青浦朱家角在乾隆时代出过一个人物，名叫王昶。他在给吕青阳的信里，发

过一段议论，可以为念祺的论述作为旁证，抄录于下： 

天之立君，理处于不得不然。而圣贤之作之君也，情每出于不得已……其至因以民力

之所出献于上，君十卿禄、卿禄倍大夫、大夫倍士，其劳以次而杀，则其食之也以次而

差，率民之所为报也。是以唐虞名“贡”，下奉上之词也；商以“助”名，犹以下助上为

言。及乎称“税”、称“敛”，始成自上取下之词，不知其义取于相报。[8] 

虽然王昶还不敢直斥君主攫为私产，但能从征收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出政治组织性质



的畸变，点出“天作之君”的意识形态，实是窃取早期部落以“贡”、“助”交付管理层

劳务费用的“公意”（此种状况在姜寨即找得到实证），异化为“国家力量”自上而下聚

敛征税的霸王规则，失掉了原来自愿的初衷。这倒无意中也为马、恩所说的“从人民的公

仆变为人民的主人”作了极好的注脚。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固然可以为不同立场的人使用，但毕竟空洞虚幻。自从贵

族分层分治制度消失后，除帝王一人，谁有权支配“天下”这样摸不到、看不着的庞大产

业呢？表面上是人人有份，实际除帝王一人而外，人人都没有自由支配的权利。在这种情

况下，人人也都不会认真对待“公产”，消解不了下面“无制度化”的私有欲望。既然皇

帝公然把国家当作自己的私产，以为天下之利害皆出于我，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

孙，随己好恶分羹于臣僚，还有什么理由禁止别人偷偷攫夺一份“私产”，甚且生出彼可

取而代之的野心？因此，从上到下，各种准合法、不合法的私自瓜分与攫夺，不胜繁多，

网漏于吞舟之鱼。大皇帝之下，有无数的土皇帝。记得当年赵俪生是把公与私两大因素的

此消彼长，作为观察人类全部土地制度史演变的一条线索，而且他相信人类最终还是要走

向公有制。然在我看来，公与私的矛盾，在国有制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一定会变得尖锐与

畸形，以隐蔽与诡诈的手法化公为私、以私冒公，代不绝种，渗透影响及于整个中国经济

的发展进程，从未有过一清二楚的了局。悲剧或者悖论也就产生。“国家力量”认为“公

意至上”，理直气壮要求所有的东西都整合在自己的统制之下。自认为国家的威权是无限

的，有权随意限制和剥夺私产，实际效果却非常有限，特别是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占田

流产，均田瓦解，抑豪强无效，均赋役失灵，有多少是完全成功的呢？ 

许多观念形态的东西，放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可以品出不同的味道。例如历代有关

“不扰民”的议论，见于诏谕、奏疏、文集，不可谓不多。固然说者心态不一，也没有理

由怀疑全是假话，然而国家政治－军事开支之大，时有临时增加的项目，想不扰也难。往

往是叫喊不扰声音最高之时，却是国家扰民最厉、民财岌岌可危之日。最近一直在读《清

经世文编》，里面有许多实情是我过去不曾体会过的。例如，明清以来，包括三大思想家

指责吏胥之剥害百姓甚于官僚，犹如我们曾经狠斗地主，把旧社会的罪责全赖在他们头

上，却把真正的元凶――“国家力量”放生出去。吏胥之存在，绝非任何个人意愿所致，

而是上下事务日益繁复的政治体制不得不有的法外补充――除非体制改变，此病不能根

治。袁枚就直言不讳地说：“夫州县之胥所以恃以剥民者，无他，文檄而已。上官之胥所

恃以剥州县者，亦无他，文檄而已。”何以如此？黄宗羲剖析得最为深刻：“后世之法，

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

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

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生于法之中。所谓

非法之法也。”黄梨洲说出“非法之法”，眼睛极尖，大可为念祺的“非制度化”作为佐

证。 

与此相关，明清以来愈趋严重的害民苛政之一，就是地方上各种耗费、陋规征收。此

类摊派，虽多有收入私囊的，原委正是因地方行政经费严重短缺，中央爱莫能助，暗中默

认，亦为非法之法。雍正“养廉银”制度的改革，连孟森老先生也多有赞扬，至今绝少有

人注意到它的痛处。乾隆七年，孙嘉淦在《办理耗羡疏》里，追溯雍正设立养廉银制度原

意是将各类名目繁多的地方耗羡统一为附加税则，上缴至省库，大半给地方各官为养廉

（实弥补其开支缺额，并非全为个人所得），留其余以补地方公务之缺额。立法之始，即

有沈近思等“以为耗羡归公，必成正项，势将耗羡之外，又增耗羡”，表示忧虑。果不其

然，“黄宗羲定律”再次显灵，因此而有乾隆年间的检讨。直至咸同年间，另有厘金的发

明。我近来忽然对州县官吏动起恻隐之心。这七品官不好当，尤其是经济发达、税役繁剧

之区，三头六臂也满足不了上面各级各类需求，项项都得向下索取，程序繁琐，编制卡

死，不搞点编外人员，不堪应付，难啊！然而编外的人不可能喝白开水过日子，上面不给



费，不设法搞“创收”，行吗？于是而有一种说法，兴一事不如少一事，以立国之大，立

法、行政不能尽察，即有良法美意，而推行辄生弊害，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故欲民

之自由，莫若去其泰甚，无为而治（语载柳诒徵《国史要义》）。 

可惜这是一厢情愿。无为而治，律之史实，汉初曾有过，已尽非原意，以后就只是对

扰民政治的一种无奈抗诉而已。由柳先生的说法，我得到启发，当中国村社共同体瓦解不

久，专制集权还没有整装走向前台的时候，老子却已经敏感到：村社共同体乐其俗、安其

居的小自由，必被霸道的大一统新潮吞没，万物将为刍狗。他明知重返小国寡民不可得，

乃创造出一种软性哲学，曰：无为而治，曰：治大国若烹小鲜。岂知历史如大河奔流，千

里的凉棚已经搭就，等着盛宴的挨挨挤挤，惟恐落人之后，那大排场想收也难了。柳氏那

样的文化保守之见，阐释圣贤义理尚可，于今日经制研讨就不免迂阔，至于想讲事功，那

反露出百无一用的书生尴尬本相（曾、李、左肯甩掉书生气，事功有成，然柳氏颇为不

屑）。新的路向在哪里？这是现代的课题，不在我们要讨论的范围。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今日，萝卜贵过米薪，

苦旅成了豪华游，再沉浸在千年历史变迁的话头里，以苍生是念，忧这忧那，实是把自己

拖进深渊峡谷，离世俗太远了。念祺与我已经掉进去了，有多少人理解？不知道。勉力前

行，能够逐渐近道吗？也不知道。过程是一种美，经历就是人生，这可能已是坚持追求唯

一的救护神了。那么，就让他继续兴奋我们的神经吧！ 

                    2006年8月9日完稿于酷暑中之丽娃河畔 

 

注释： 

[1] 此一比喻取张荫麟之意略改而成。引自张之译编文《论作史之艺术》，载《张荫麟

先生纪念文集》。 

[2] 若有批评，我认为中原地区部族发展最为早熟，以中原为中心叙述固属不可，但对

东南西北不平衡的发展就关照不够。局部地区的并合，与大一统意义不一样，强调过早，

正合有些人的胃口，我向有保留。 

[3] 念祺说：秦朝实行的自上而下的专制集权统治，其难度势必高于统一之前的任何国

家，惟此秦朝必须支付的费用，因政府组织本身的规模的巨大和政府控制难度的提高而呈

几何级数增长。在这里，可以看到制度经济学是他借助分析的依靠，然没有通常的那样张

扬“多学科渗透”，运用时了无声息。 

[4] 其要点为：在中国古代，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本质上就是对财政的管理。国家的经济

政策，根本上是以财政为中心的，而市场则被国家作为组织财政的工具。（赋税）以征收

货币来强化国家的财政储备，以及灵活开支，是财政市场由以建立的一个方面；以专利制

度来弥补税人之不足，则是财政市场由以建立的另一个方面。请详参《中国古代经济史中

的市场问题》一文。另外他对许倬云的批评，也涉及此一问题。 

[5] 例如占田、均田规定的数目字，是一种概念，被看作国家容许民户占有土地的限额

――因此看似有数目字管理，实则自由放任，说管又不管。黄仁宇的批评，没有说清这一

情景，但他对中国古代制度缺陷的判断，还是有新意的。 

[6] 这一说法的毛病，在于他们不明白，一旦小私被专制集权的“大公”总起来，不会

是1＋1＝2，而是1＋1<2；总加越多，即统的越死，一己之私的原值，便会逐渐缩减，趋

近于零！ 

[7] 吕尚语出《六韬》：“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

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可能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康熙61年语见《御制文

集》。现在有的人以为是明末思想家首倡，实系失检。 

[8] 王昶早年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升之、曹仁虎、王文莲并称为"吴中七

子"，他的诗文结集《春融堂集》共60卷，姚鼐、俞樾曾先后为之作序。书信引语出自文



最后编辑： 王应宪  发布时间：2006-12-18 论文来源：思与文 

集。 

（原载《史林》200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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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

 ·“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程 
·“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我校隆重举行 
·著名学者伊格尔斯将在沪演讲谈后现代主义 
·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史学——兼评曹刚华著《宋代佛教史籍研究》 
·李孝迁新著《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出版 
·[e首发]现代浙东学人王仲荦的史学成就 
·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走火入魔”的嘉靖皇帝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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